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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使用５６个经济体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构建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变量，从国际投

资协定条款的分类中选出与可持续发展内容相关的１０项条款构建国际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实

证检验“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一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际投资协定

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一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 “可持续发

展”条款对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组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具有差异性影响，特别是“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影

响差异明显，但“支持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

提升会提高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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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也一直在讨论将
公共利益规范纳入国际投资协定中，将环境、健康、人权等问题与经济发展一同纳入全球经济议程
和多边及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以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从社会和环境的角
度来看，通过签署国际投资协定刺激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对其发展目标的补充，以便改善
其环境、社会等政策，而不应损害一国对公共利益进行管理的能力。发达国家试图将投资者保护
的最高标准包括在内，而发展中国家则力求将主权损失降至最低并确保对外国投资的最大控制，
从而尽可能保持监管控制。但全球价值链友好型国际投资协定的快速发展，如双边投资协定对吸
引发达国家投资作出单方面让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行动和供应选择
的引导能力。
如果一国的目标是确保其行使监管权力不会因为签署国际投资协定而受到不适当的损害，那

么可以通过采取重新平衡现有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以确保外国投资不受任意国家行动的影响，
同时又不损害东道国为公共利益进行监管的能力。国际投资协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重新平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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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考虑在协定中纳入关于健康、环境等方面的例外情况和条款，并确保为追求这些公共利益目标
而采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违反国际投资协定的质疑和诉讼（Ｒａｎｊａｎ，２０１４）。因此，有的协定规
定，为公共卫生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只要不是滥用或歧视性的，就不应被视为事实上或法律上对双
边投资协定条款设置障碍。有的协定中的征收条款允许东道国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利益
采取监管行动，为保护合法公共福利目标而设计和实施的非歧视性管制行动，不构成征收或国
有化。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列入有利于东道国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的条款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

认可，在此背景下，理性认识和研究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考察国际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各国在参
加全球价值链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有所推进：
首先，本文重点考查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改善了将

国际投资协定简单设定为虚拟变量所存在的测量含义模糊缺陷。在引力模型中简单包含国际投
资协定虚拟解释变量来评估协定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估计偏误也越来越大。国际投资协定涵盖了
较多的议题，不同协定的内容差异非常大，某一相同领域条款措辞的微小变化或具体条款的存在
与否都可能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Ｄｉｘ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ｓｌａｍ，２０１６）。其次，国际投资协定谈判
各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称，例如，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实力使
其拥有强势权力的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
（Ｇａｍｍａｇｅ，２０１４；Ｊｉｎｎａ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ｇｅｒａ，２０１３）。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剧结构性不平等的风险，在
国际投资协定纳入环境、劳工等条款是否真正会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则需要进
行实证检验。本文实证研究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不同经济体组对参与全球价值
链可能产生的异质影响，将为此进一步提供佐证；对更好地理解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
款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理，本文也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近年来，全球化的扩张改变了贸易、投资和生产的动态，生产过程在不同国家分几个阶段进
行，并通过服务环节连接起来，从而导致各种复杂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全球价值链通常由跨国公
司协调，跨国企业通过国际生产商、供应商、分包商和中间商网络进行全球外包的做法日益增多。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为创造就业和经
济增长提供了发展机会。但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更广泛和积极的发展进程，一
些群体可能比其他群体更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而对另一群体的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参与全
球价值链可能会导致不平等加剧、工作条件恶化和环境恶化（Ｇｅｒｅｆｆｉ，２０１４）。
虽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大多数企业对劳工、人权、环境等监管作出反应，但他们制

定可持续性议程主要是为了延迟或阻止母国、东道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监管措施。然而自９０年代
起，企业对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愿意更多地参与自我监管，推进以市场为基
础的举措以改善其业务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企业参与可持续性治理的主要关注点依然是
通过管理可持续性来创造和获取价值，主导企业积极利用可持续性发展来帮助自身降低声誉风
险、增加利润、提高品牌忠诚度并增强其管理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其
影响涉及全球价值链上多方相关者的利益。越来越多的领导企业要求供应商遵守自己的可持续
发展行为准则，要求供应商遵守标准、认证和／或提供可持续性报告。
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下，领导企业与供应商进行更密切的互动，供应商在运营中受领

先企业可持续性要求的压力，如价值链可追溯性、供应商可持续性评估，以及新的衡量标准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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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这为领导企业能够利用成本信息来进一步挤压采购价格，通过可持续性管理控制供应商企
业以获取价值，为领先企业实施“可持续性驱动的供应商挤压”（Ｐｏｎｔｅ，２０２０）提供了便利。随着这
些进展，可持续性合规的额外成本及其相关风险被推到生产商的上游，从而增加了规模较小参与
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壁垒。有时供应商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和规定，通常只是为了
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会导致供应商的利润率降低，除非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弥补更高的成本，
即使供应商经历了产业链的升级，但取得的经济收益却相当有限。而且额外的环境合规成本实际
上会产生激励，进一步破坏供应商之间的社会和劳动生产条件。
当然，企业提升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权力并没有导致国家治理权力的退出，政府通过促进、监管

和分配等干预措施在构建和维护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各国政府可以规范全球价值
链的运作，也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直接参与者。例如，全球价值链在国内和国际劳动力市
场上催生了新的劳动力使用模式，消费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开始呼吁确保在海外生产和在国内市场
销售的产品由具有体面工作条件的劳动力生产，尊重劳动标准，特别是没有违反劳动法，如童工和
强迫劳动（Ｐｏｓｔｈｕｍａ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２０１７）。一些国家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对全球价值链中劳工、环境、
社会标准作出反应。
国际投资协定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一般来说，国际投资协定将

增加签署方之间的投资、贸易并改善国家福利。然而，这些收益是以牺牲某些政策空间①为代价
的，特别是当合作伙伴是发达国家时。早期的国际投资协定遵循一种相当标准的设计，其结构和
内容非常相似，主要侧重于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特殊的国际法权利和保护投资的补救措施。大部分
国际投资协定都载有明确和具体保护范围的条款，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不会在没有公正补偿的情
况下被没收、不会因国籍而受到歧视、将得到公平和平等的待遇、可以通过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寻求
对东道国的追索。这些协定虽然包含了东道国对投资者的约束性义务，却没有与投资者约定互惠
的责任。国际投资协定中既没有提到一般的可持续发展，也没有提到具体的环境、健康或劳工
标准。
国际仲裁在解决国家投资者冲突时主要依据国际投资协定的文本，从而优先保护投资企业的

财产和经济利益，而忽略了东道国为履行其他社会责任而进行的努力，特别是东道国在公共利益
层面上进行监管的权利。因此，在保护投资者的私人利益和东道国公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紧
张关系，根据这些早期协定提起的争端也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投资案例引发投资者对东道国实
施的环境、健康或人权措施提出质疑，外商直接投资者因东道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而对东道国提
起投资诉讼、国际仲裁。东道国有时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们必须遵守劳工、环境等国际协定
规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履行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经济义务（Ｌｅｖａｓｈｏｖａ，２０１１）。其
后果可能会演变成投资来源国和投资接受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当东道国试图代表其公众
的利益，就环境权利、公共卫生等问题履行其社会责任义务时（Ｇａｂｉｓａ，２０１４）。
在非对称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称为南北协定）中，发展中国家通过使其政策和标准制

度与发达伙伴方的政策和标准制度相协调而获得优惠的市场准入。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欧盟）
都积极寻求与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其目标是促进它们偏好的投资、贸易体制。对越来越多的国
家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或投资、贸易的权衡主要来自政策空间的限制，但这些国际投资协定对国
内政策选择的限制所产生的长期发展后果尚不清楚。由于这些规则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以国际
投资协定为基础的政策制度限制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过去曾经使用过的政策，可能最终会限
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踢掉梯子”（ｋｉｃ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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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ｄｄｅｒ）。发展中国家担心国际投资协定框架缺乏政策空间，以追求合法的公众利益政策目标，如
健康、安全和环境，最终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当前“监管复兴”（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的潮流中，各国试图在不放松普遍适用的健康、安

全和环境监管措施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目标。如果参与全球价值链
活动对本国的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国家则有权力实施监管措施（Ｒａｎｊ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ｎｄ，２０１８）。
最近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为东道国采取与健康有关的措施提供了更大的监管空间，公共部门按照
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企业进行监管。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
假说１：国际投资协定中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监管措施条款强度对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会

产生显著影响，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可能会降低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
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国际投资协定包含了广泛的领域，其条款设计差异非常大，各条款对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的不
同条款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张中元和沈铭辉，２０１８）。对此本文提出：
假说２：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的分类子条款强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会具有差异性影

响，其中，分类子条款强度对参与后向全球价值链的差异性影响会更明显。
以往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投资协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组对（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ｉｒ）之间并不是同质

的（林梦瑶和张中元，２０１９；Ｍｉｓｓｉｏｓ　ａｎｄ　Ｙｉｌｄｉｚ，２０１７；Ｎｅｍ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因此，国际投资协定
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不同经济体组对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也可能会产生差异性影响。基
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３：在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组对中，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全球价值链

的参与程度可能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估计模型设定与估计
为了实证评估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一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设定如下方程：

ＧＶＣｐｉｊｔ＝α０＋α１Ｓｄｅｉｊｔ＋Ｚβ＋μｉ＋υｊ＋λｔ＋εｉｊｔ （１）

其中，ＧＶＣｐｉｊｔ表示一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以下简称“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后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ｉ、ｊ分别表示经济体及其贸易伙伴方，ｔ表示年度时间。Ｓｄｅｉｊｔ表示经济体ｉ、ｊ之间所
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具体测量见下文）。Ｚ是控制变量，β是对应
的回归系数向量，该变量通常包括引力方程模型中需要纳入的虚拟变量，如两经济体有共同的边
界、语言、殖民地关系、共同的殖民者、距离等变量；μｉ表示经济体ｉ的固定效应项，υｊ 表示经济体ｊ
的固定效应项，λｔ是年度时间固定效应项，εｉｊｔ是误差项。
在对方程（１）进行估计时，为了降低方程解释变量估计值所受内生性偏误的影响，Ｂａｉｅｒ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７）建议在模型中纳入经济体－时间（ｉ－ｔ和ｊ－ｔ）、经济体组对（ｉ－ｊ）的固定效应项，此
时方程（１）变为：

ＧＶＣｐｉｊｔ＝α０＋α１Ｓｄｅｉｊｔ＋Ｚβ＋μｉｊ＋πｉｔ＋υｊｔ＋εｉｊｔ （２）

其中，μｉｔ表示ｉ经济体－年度（ｉ－ｔ）固定效应项，υｊｔ表示ｊ经济体－年度（ｊ－ｔ）固定效应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因变量：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ＢＷ）：该变量为：ＢＷ＝ＤＶｊｉＩｍｉｊ
，其中，ＤＶｊｉ表示经济体ｉ对世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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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出口增加值中来自经济体ｊ的增加值部分，Ｉｍｉｊ是经济体ｉ从经济体ｊ的总进口增加值。

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ＦＷ）：该变量为：ＦＷ＝ＤＶｉｊＥｘｉｊ
，其中，ＤＶｉｊ表示经济体ｊ对世界其它

经济体的出口增加值中来自经济体ｉ的增加值部分，Ｅｘｉｊ是经济体ｉ对经济体ｊ的出口增加值。
在贸易增加值（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ＴｉＶＡ）数据库中，提供了经济体双边货物和服务

贸易增加值进口、出口数据。２０１８年版本涵盖了６４个经济体，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版本涵盖了６３个经济体，数据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本文最终包括５６个经济体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年的数据。

２．主要解释变量：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
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ＵＮＣＴＡＤ）的国际投资协定绘制项目（Ｔｈｅ　ＩＩＡ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中

对投资条款的分类，选出与可持续发展内容相关的１０项条款。
（ａ）保留监管权条款（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引入保留监管权的条

款（如自主监管、政策空间、保障引入新规则的灵活性）（记为ａ１）；在前言之外的其它章节中包括了
保留监管权的条款（记为ａ２）。

（ｂ）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的条款（记为ｂ１）；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环境方面（如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的
条款（记为ｂ２）；在前言之外的其它章节中包括了涉及健康与环境的条款（记为ｂ３）；在前言之外的
其它章节中包括了不降低标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和／或劳动标准有关）的条款（记为ｂ４）。

（ｃ）保障社会投资（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社会投资
方面（如人权、劳工、健康、企业社会责任、减贫）的条款（记为ｃ１）；在前言之外的其它章节中包括了
劳动标准（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的条款（记为ｃ２）；在前言之外的其它章节中包括了企业社会责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条款（记为ｃ３）；在前言之外的其它章节中包括了涉及腐败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的条款（记为ｃ４）。
由于国际投资协定还区分为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ｓ）和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ＴＩＰｓ），下面按如下

规则对上述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进行评分：如果以上１０个子项中的任意一项
条款包含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则该相应条款的虚拟变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例如，如果双边投资协
定中包括了保留监管权的条款，则对ａ１＿ＢＩＴ变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对其它子项条款的赋值也类
似，将条款虚拟变量分别标记为ａ２＿ＢＩＴ、ｂ１＿ＢＩＴ、ｂ２＿ＢＩＴ、ｂ３＿ＢＩＴ、ｂ４＿ＢＩＴ、ｃ１＿ＢＩＴ、ｃ２＿ＢＩＴ、

ｃ３＿ＢＩＴ、ｃ４＿ＢＩＴ；对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ＴＩＰｓ）中的“可持续发展”条款也进行类似评分，分别记
为ａ１＿ＴＩＰｓ、ａ２＿ＴＩＰｓ、ｂ１＿ＴＩＰｓ、ｂ２＿ＴＩＰｓ、ｂ３＿ＴＩＰｓ、ｂ４＿ＴＩＰｓ、ｃ１＿ＴＩＰｓ、ｃ２＿ＴＩＰｓ、ｃ３＿ＴＩＰｓ、ｃ４＿

ＴＩＰｓ。
“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变量（Ｒｒｅｇ）：将ａ１＿ＢＩＴ、ａ１＿ＴＩＰｓ、ａ２＿ＢＩＴ、ａ２＿ＴＩＰｓ四变量加总，记

为“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变量，即Ｒｒｅｇ＝ａ１＿ＢＩＴ＋ａ１＿ＴＩＰｓ＋ａ２＿ＢＩＴ＋ａ２＿ＴＩＰｓ，该变量的最
高分值为４，最低分值为０。

“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Ｓｄｅ）：将ｂ１＿ＢＩＴ、ｂ１＿ＴＩＰｓ、ｂ２＿ＢＩＴ、ｂ２＿ＴＩＰｓ、ｂ３＿ＢＩＴ、

ｂ３＿ＴＩＰｓ、ｂ４＿ＢＩＴ、ｂ４＿ＴＩＰｓ八变量加总，记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该变量的最高分
值为８，最低分值为０。

“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变量（Ｓｏｅｃ）：将ｃ１＿ＢＩＴ、ｃ１＿ＴＩＰｓ、ｃ２＿ＢＩＴ、ｃ２＿ＴＩＰｓ、ｃ３＿ＢＩＴ、

ｃ３＿ＴＩＰｓ、ｃ４＿ＢＩＴ、ｃ４＿ＴＩＰｓ八变量加总，记为“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变量，该变量的最高分值
为８，最低分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
引力方程模型中的虚拟变量：主要包括两经济体是否有共同的边界（ｃｏｎｔｉｇ）、语言（ｃｏｍｌ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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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关系（ｃｏｌｏｎｙ）。本文还引入距离变量（ｌｎｄｉｓｔｗ），对经济体ｉ、ｊ的加权距离取自然对数来计
量。这些数据均来自ＣＥＰＩＩ的ＧｅｏＤｉｓｔ数据库。
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本文在利用引力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进

行对数转换以减少分布的偏态性（ｓｋｅｗｎｅｓｓ），本文采用对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ｓ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ｎＦＤＩ＝ｌｎ（ＦＤＩ＋ ＦＤＩ２槡 ＋１），其中ＦＤＩ是原始的外
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数据，ＬｎＦＤＩ是经过反双曲正弦变换后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各经济体
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的国际投资统计数据（ＯＥＣ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其中，ＢＭＤ３（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数据库给出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间经合组
织国家的双边直接投资数据；ＢＭＤ４（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数据库给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双边直接投资数据。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的相关双边直接投资数据则来自ＣＥＩＣ
数据库中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对各经济体组对（ｉ－ｊ）双边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反双曲正弦
变换后的存量数据分别记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流入变量（ＩＦＰ）和流出变量（ＯＦＰ）。
市场规模相似性（Ｍｓｉｍ）：在引力方程模型（方程（１））中一般直接使用两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变

量ｌｎ（ｇｄｐｉｔ）和ｌｎ（ｇｄｐｊｔ），其中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分别经济体ｉ与ｊ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在方程（２）中
纳入了经济体－时间（ｉ－ｔ和ｊ－ｔ）固定效应项，因此各经济体的时变数据将无法纳入回归中，因此，本
文将单独的经济体时变数据处理成经济体组对数据。按如下方法计算两经济体组对（ｉ－ｊ）之间的市

场规模相似性：Ｍｓｉｍ＝ｌｎ［ｓｉｔ（１－ｓｉｔ）］＝ｌｎ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ｉｔ）（ ）２ ，其中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分别是经济体ｉ、ｊ

的国内生产总值（按２０１０年价格计算，单位：百万美元），ｓｉｔ＝ ｇｄｐｉｔ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

是经济体ｉ的ＧＤＰ在经

济体ｉ与ｊ组合的ＧＤＰ中的份额。

经济发展相似性（Ｅｓｉｍ）：Ｅｓｉｍ＝ｌｎ［ｓｈｉｔ（１－ｓｈｉｔ）］＝ｌｎ
（ｇｄｐｐｃｉｔ×ｇｄｐｐｃｊｔ）
（ｇｄｐｐｃｉｔ＋ｇｄｐｐｃｊｔ）（ ）２ ，其中，Ｅｓｉｍ 表

示两经济体组对（ｉ－ｊ）之间的经济发展相似性，ｇｄｐｐｃｉｔ、ｇｄｐｐｃｊｔ是经济体ｉ、ｊ的人均国内生产值（按

２０１０年价格计算，单位：美元），ｓｈｉｔ＝ ｇｄｐｐｃｉｔ
ｇｄｐｐｃｉｔ＋ｇｄｐｐｃｊｔ

是经济体ｉ的人均ＧＤＰ在经济体ｉ与ｊ组

合的人均ＧＤＰ中的份额。
治理质量距离变量（ＤＧＩ）：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ＧＩ）数据库中贪腐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监管质量（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政府效率（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司法有效性（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政治稳定程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发言权和问责制（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等六项治理质量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一经济体的治理质量变量。治理质量距离变量为经济体ｉ、ｊ治理质量变量分值（分别为ＷＧＩｉ、

ＷＧＩｊ）之差：ＤＧＩ＝ＷＧＩｉ－ＷＧＩｊ。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给出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１第（１）、（２）列是对方程（１）的回归结果，第（３）－（６）列回归时纳入了经济体－时间（ｉ－ｔ和ｊ－ｔ）固
定效应项，其中，第（３）、（４）列没有纳入经济体组对时变数据。从回归结果来看，各“可持续发展”
条款强度对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下面主要解释第
（５）、（６）列的回归结果。“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变量（Ｒｒｅｇ）的回归系数在第（５）列显著为负，但在
第（６）列中不显著，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经济体前向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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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参与程度，但对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则没有明显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
（Ｓｄｅ）的回归系数只在第（５）列中显著为正，在第（６）列中显著为负，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促进可
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会降低后向全球价值链参
与程度。“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变量（Ｓｏｅｃ）的回归系数在第（５）、（６）列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国际
投资协定中“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表１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ｒｅｇ －１．９２７＊＊＊ －０．６４２ －２．９２４＊＊＊ －１．００９ －２．８００＊＊＊ －０．７３１
（－３．３４） （－１．０５） （－５．６７） （－１．７９） （－５．４９） （－１．３０）

Ｓｄｅ　 ０．４３１ －１．００５＊＊ ０．４６０ －１．２６３＊＊＊ ０．６９３＊ －１．１４０＊＊＊

（１．４２） （－３．１３） （１．６８） （－４．２２） （２．５７） （－３．８３）

Ｓｏｅｃ　 １．９４４＊＊＊ ２．２６１＊＊＊ １．６９４＊＊＊ ２．６１６＊＊＊ １．８４１＊＊＊ ２．５５７＊＊＊

（５．８１） （６．３７） （５．６８） （８．０３） （６．２３） （７．８６）

ＩＦＰ －０．０７６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０＊＊＊ －０．２８２＊＊＊ －０．１１０＊＊＊ －０．２７０＊＊＊

（－３．１１） （－１１．３４） （－４．７０） （－１１．０９） （－４．７６） （－１０．６３）

ＯＦＰ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８＊＊＊ －０．２９５＊＊＊ －０．４４６＊＊＊ －０．３３１＊＊＊ －０．４４７＊＊＊

（－１１．２２） （－１０．８３） （－１０．１５） （－１４．０６） （－１１．４０） （－１４．０２）

ｃｏｎｔｉｇ －０．４９４ －０．２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２２７ －０．４８９＊ －０．４１３
（－１．７７） （－０．７１） （－０．５１） （－０．８４） （－１．９９） （－１．５３）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１．８２８＊＊＊ －１．９６５＊＊＊ －１．６２３＊＊＊ －１．４３３＊＊＊ －１．９８７＊＊＊ －１．７７８＊＊＊

（－６．５８） （－６．６８） （－６．５４） （－５．２９） （－８．０８） （－６．５７）

ｃｏｌｏｎｙ －１．３３５＊＊＊ －１．０７９＊＊ －１．４５６＊＊＊ －１．１８８＊＊＊ －１．１２８＊＊＊ －０．９４８＊＊

（－４．３１） （－３．２９） （－５．２８） （－３．９５） （－４．１５） （－３．１７）

ｃｏｍｃｏｌ　 ２．２０４ ０．１０８　 ０．７７３ －０．０９１０　 １．６０２　 ０．９２３
（１．９０） （０．０９） （０．７５） （－０．０８） （１．５７） （０．８２）

ｌｎｄｉｓｔｗ　 ４．１３８＊＊＊ ３．９３１＊＊＊ ４．１１７＊＊＊ ３．５７７＊＊＊ ４．１８９＊＊＊ ３．６４９＊＊＊

（３３．６４） （３０．１６） （３６．９９） （２９．４３） （３８．１２） （３０．１６）

Ｍｓｉｍ －０．０９８７ －０．７２８＊＊＊ －０．４５５＊＊＊ －０．７１２＊＊＊

（－１．１１） （－７．７１） （－５．６４） （－８．０２）

Ｅｓｉｍ　 ２．９８１＊＊＊ ２．９７３＊＊＊ ４．３８０＊＊＊ ２．７７０＊＊＊

（１３．９８） （１３．１６） （２２．４６） （１２．９０）

ＤＧＩ　 ０．４２６＊＊＊ －０．１２３　 ２１．３５＊＊＊ －６．０３７
（５．９６） （－１．６２） （４．５５） （－１．１７）

样本数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因变量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调整Ｒ２　 ０．７５９２　 ０．７２４９　 ０．８１２３　 ０．７７２２　 ０．８１７４　 ０．７７４９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ｔ统计量。＊＊＊、＊＊、＊、分别表示０．１％、１％、５％、１０％显著水平。表中省略了经济体－时间（ｉ－ｔ
和ｊ－ｔ）固定效应项和常数项回归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流入变量（ＩＦＰ）和流出变量（ＯＦＰ）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一经济体
与其伙伴方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流入、流出的增加，降低了该经济体的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
参与程度。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会抑制经济体的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可能的原因
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了降低采购成本，一方面，通过技术转让给东道国供应商
以提高供应商的生产率，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为东道国供应商进入国际市场和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知识转移降低供应商的进入门槛。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抓住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生
产活动，而只把非核心功能、一般服务和生产环节转让，甚至会试图封锁全球价值链内的知识和技

—２１１—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能，阻止全球价值链中东道国企业的功能升级，因此领导企业对东道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作
用相对复杂（李磊，等，２０１７）。

在引力方程模型的虚拟变量中，两经济体有共同的边界（ｃｏｎｔｉｇ）、殖民地关系（ｃｏｌｏｎｙ）、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均降低了一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而距离变量（ｌｎｄｉｓｔｗ）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经济体ｉ、ｊ之间距离的增加，反而有利于提升一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
度。市场规模相似性（Ｍｓｉｍ）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一经济体与其与伙伴方的市场规模
差异越大，越有利于提高该经济体的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经济发展相似性（Ｅｓｉｍ）变
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一经济体与其与伙伴方的经济发展差异越小，越有利于提高该经
济体的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而治理质量距离大，会有利于提高该经济体的前向全球
价值链参与程度。

（二）异质性检验
将欧盟经济体组对（即经济体ｉ与ｊ均为欧盟成员）标记为“ＥＵ”经济体组对，如果经济体组对

中至少有一个经济体是非欧盟成员（即经济体ｉ与ｊ有一个不是欧盟成员或两个同时不是欧盟成
员），该组对标记为“ＮＥＵ”经济体组对。表２给出了“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ＥＵ”、“ＮＥＵ”经济
体组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２）列为同时纳入虚拟变量ＥＵ（即经
济体组对为欧盟经济体组对时，ＥＵ赋值为１，其它情形，赋值为０）与各“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
量的交叉项，因此，Ｒｒｅｇ＊ＥＵ、Ｓｄｅ＊ＥＵ、Ｓｏｅｃ＊ＥＵ对应着“ＥＵ”经济体组对的“可持续发展”条款
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Ｒｒｅｇ＊ＮＥＵ、Ｓｄｅ＊ＮＥＵ、Ｓｏｅｃ＊ＮＥＵ对应着“ＮＥＵ”经济体组对的“可持
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然后将数据样本按“ＥＵ”经济体组对、“ＮＥＵ”经济体组对分
组，第（３）、（４）列为“ＥＵ”经济体组对的回归结果；第（５）、（６）列为“ＮＥＵ”经济体组对的回归结果。

　　　表２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影响

（欧盟经济体组对与非欧盟经济体组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ｒｅｇ＊ＥＵ －６．４９０＊＊＊ －３．５０８＊＊ －４．８２５＊＊＊ －２．１９５＊＊

（－５．８５） （－２．８７） （－５．５４） （－２．６２）

Ｓｄｅ＊ＥＵ　 ０．２０４　 ０．２４５ －０．７２６ －０．８６１
（０．２６） （０．２８） （－１．２０） （－１．４８）

Ｓｏｅｃ＊ＥＵ　 ０．８９８ －２．６１７＊＊ ０．９９３ －１．４２１＊

（１．１２） （－２．９６） （１．６１） （－２．３９）

Ｒｒｅｇ＊ＮＥＵ －１．２０６＊ ０．７６５ －１．５００＊ ０．２２６
（－２．０５） （１．１８） （－２．３２） （０．３１）

Ｓｄｅ＊ＮＥＵ　 ０．９７２＊＊＊ －１．０９５＊＊＊ １．１２７＊＊＊ －１．０２８＊＊

（３．４０） （－３．４９） （３．６２） （－２．９０）

Ｓｏｅｃ＊ＮＥＵ　 １．９０３＊＊＊ ３．２７２＊＊＊ １．４６５＊＊＊ ３．２０８＊＊＊

（６．０１） （９．３８） （４．１３） （７．９４）

ＥＵ －２．６３７＊＊＊ －２．５５２＊＊＊

（－１０．１８） （－８．９６）

ＩＦＰ －０．１０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８４５＊＊ －０．２４３＊＊＊ －０．０４３１ －０．２３９＊＊＊

（－４．４２） （－１０．３１） （－２．９６） （－８．８７） （－１．３２） （－６．４４）

ＯＦＰ －０．３４０＊＊＊ －０．４５１＊＊＊ －０．１２３＊＊＊ －０．４１８＊＊＊ －０．３９２＊＊＊ －０．４０８＊＊＊

（－１１．７６） （－１４．１６） （－３．３１） （－１１．７８） （－９．５８） （－８．７６）

ｃｏｎｔｉｇ －０．６３０＊ －０．５２０ －０．６９７＊ －１．５５０＊＊＊ －０．７２２ －１．０９２＊

（－２．５５） （－１．９１） （－２．３８） （－５．５１） （－１．８２） （－２．４２）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１．８８１＊＊＊ －１．６８０＊＊＊ －１．２０８＊＊ －０．１９７ －１．９２６＊＊＊ －１．５８８＊＊＊

（－７．６６） （－６．２２） （－３．０６） （－０．５２） （－６．１７） （－４．４７）

ｃｏｌｏｎｙ －１．６６０＊＊＊ －１．４８６＊＊＊ －０．４７３　 ０．５８７ －１．０８７＊＊ －１．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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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 （－４．９２） （－１．２１） （１．５６） （－２．９３） （－２．６０）

ｃｏｍｃｏｌ　 １．１４０　 ０．４０５　 ０．９２１　 ０．３４８　 １．８４７　 １．９２８
（１．１２） （０．３６） （０．８２） （０．３２） （１．１５） （１．０５）

ｌｎｄｉｓｔｗ　 ３．７０５＊＊＊ ３．１７６＊＊＊ ４．６７４＊＊＊ ２．８２８＊＊＊ ３．８９０＊＊＊ ３．５５２＊＊＊

（３０．７７） （２３．９７） （２０．８０） （１３．１１） （２５．３９） （２０．３７）

Ｍｓｉｍ －０．４２７＊＊＊ －０．６９８＊＊＊ －０．１３３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８１５ －０．１５３
（－５．３０） （－７．８８） （－１．２４） （－２．２８） （０．０７） （－１．１８）

Ｅｓｉｍ　 ４．５７３＊＊＊ ２．９５８＊＊＊ ５．０６１＊＊＊ ２．７６１＊＊＊ ３．１９７＊＊＊ １．７５３＊＊＊

（２３．４６） （１３．７９） （１０．４９） （５．９７） （１３．６７） （６．５９）

ＤＧＩ　 ２１．６６＊＊＊ －５．７７４ －７．２３４＊＊＊ ３．５１９＊＊＊ １９．６４＊＊＊ －７．５９６
（４．６３） （－１．１２） （－１８．５９） （９．４２） （３．９０） （－１．３２）

样本数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６６９６　 ６６９６　 １３６４３　 １３６４３
组别 全部 全部 ＥＵ　 ＥＵ　 ＮＥＵ　 ＮＥＵ
因变量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调整Ｒ２　 ０．８１８９　 ０．７７６８　 ０．８７８５　 ０．８５０２　 ０．８０９　 ０．７６６５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ｔ统计量。＊＊＊、＊＊、＊、分别表示０．１％、１％、５％、１０％显著水平。表中省略了经济体－时间（ｉ－ｔ

和ｊ－ｔ）固定效应项和常数项回归结果。

在纳入虚拟变量ＥＵ及其交叉项以及分组情形下，各“可持续发展”子项条款强度变量的回归
结果在“ＥＵ”经济体组对、“ＮＥＵ”经济体组对中存在较大差异。在“ＥＵ”经济体组对中，“保留监管
权”条款强度变量（Ｒｒｅ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
提升会降低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
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
提升会降低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ＮＥＵ”经济体组对中，国际投资
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只会降低非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对非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
的提升会提高非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会降低非欧盟经济体组对之
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非欧盟经济体组对之间
的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表３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影响

（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与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ｒｅｇ＊ＯＥＣＤ －０．４２７　 １．１６９ －０．３９０　 １．２９８
（－０．５１） （１．２８） （－０．５２） （１．６２）

Ｓｄｅ＊ＯＥＣＤ －０．５９０ －１．２９９＊ －１．１０２＊＊ －１．１５５＊

（－１．２７） （－２．５４） （－２．６１） （－２．５６）

Ｓｏｅｃ＊ＯＥＣＤ　 ２．５１９＊＊＊ １．６５９＊＊＊ ２．５８０＊＊＊ １．７５８＊＊＊

（７．２５） （４．３４） （８．１８） （５．２１）

Ｒｒｅｇ＊ＮＯＥＣＤ －４．７６１＊＊＊ －１．５１５＊ －３．０７９＊＊ ０．０４５４
（－６．７９） （－１．９６） （－２．９８） （０．０４）

Ｓｄｅ＊ＮＯＥＣＤ　 １．１８９＊＊＊ －１．４０８＊＊＊ ０．８７５＊ －１．６８３＊＊＊

（３．４８） （－３．７５） （２．０９） （－３．４８）

Ｓｏｅｃ＊ＮＯＥＣＤ －０．８６７　 ５．４３９＊＊＊ －１．２３２　 ６．１９９＊＊＊

（－１．３２） （７．５３） （－１．４８） （６．４８）

ＯＥＣＤ －１．９３６＊＊＊ ３．５２６＊＊＊

（－３．３９） （５．６１）

ＩＦＰ －０．１０９＊＊＊ －０．２７３＊＊＊ －０．１２４＊＊＊ －０．２９６＊＊＊ ０．０３４６ －０．２２７＊＊＊

（－４．７３） （－１０．７５） （－４．７２） （－１０．５３） （０．７５）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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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Ｐ －０．３３２＊＊＊ －０．４４８＊＊＊ －０．３９５＊＊＊ －０．２８６＊＊＊ －０．３６６＊＊＊ －０．６８０＊＊＊

（－１１．４５） （－１４．０５） （－１２．３５） （－８．３６） （－５．７６） （－９．２６）

ｃｏｎｔｉｇ －０．５２４＊ －０．４４５ －１．０３２＊＊＊ －０．５１９　 ０．４０５ －３．５００＊＊＊

（－２．１４） （－１．６５） （－４．１０） （－１．９３） （０．５５） （－４．１３）

ｃｏｍｌａｎｇ －１．９７４＊＊＊ －１．７９６＊＊＊ －２．１２１＊＊＊ －１．６８７＊＊＊ －１．７７０＊＊ －２．６５４＊＊＊

（－８．０３） （－６．６４） （－８．０５） （－５．９９） （－３．０９） （－４．０２）

ｃｏｌｏｎｙ －１．０９４＊＊＊ －０．７９１＊＊ －０．７８１＊＊ －０．２３８ －２．１４７＊＊ －０．１６９
（－３．９９） （－２．６２） （－２．６５） （－０．７５） （－３．２８） （－０．２２）

ｃｏｍｃｏｌ　 １．４９４　 ０．９７７　 ２．２４４　 １．２７１　 ２．１８８　 ４．４６８
（１．４７） （０．８７） （１．７０） （０．９０） （１．１０） （１．９５）

ｌｎｄｉｓｔｗ　 ４．１６０＊＊＊ ３．６４８＊＊＊ ３．７１２＊＊＊ ４．３０３＊＊＊ ４．５６５＊＊＊ ３．３３８＊＊＊

（３７．８１） （３０．１３） （２９．４５） （３１．９５） （１６．４５） （１０．４３）

Ｍｓｉｍ －０．４４４＊＊＊ －０．７０７＊＊＊ －０．５７６＊＊＊ －０．９８０＊＊＊ －０．８１７＊＊＊ －０．７４５＊＊＊

（－５．５０） （－７．９６） （－５．８２） （－９．２７） （－５．１７） （－４．０９）

Ｅｓｉｍ　 ４．５９６＊＊＊ ２．３５５＊＊＊ ４．９４３＊＊＊ ５．２５７＊＊＊ １．５４６＊＊ １．７１６＊＊

（２２．０４） （１０．２６） （１３．３４） （１３．２８） （３．２４） （３．１１）

ＤＧＩ　 ２２．０９＊＊＊ －７．１８３ －７．４９１＊＊＊ －０．７２７　 １５．８８＊＊ －９．３９４
（４．７１） （－１．３９） （－６．８４） （－０．６２） （２．９１） （－１．４９）

样本数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１３３５２　 １３３５２　 ６９８７　 ６９８７
组别 全部 全部 Ｎ－Ｎ　 Ｎ－Ｎ　 Ｎ－Ｓ　 Ｎ－Ｓ
因变量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ＦＷ　 ＢＷ
调整Ｒ２　 ０．８１７９　 ０．７７５６　 ０．８３５１　 ０．８１４７　 ０．８０９２　 ０．７２６７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ｔ统计量。＊＊＊、＊＊、＊、分别表示０．１％、１％、５％、１０％显著水平。表中省略了经济体－时间（ｉ－ｔ

和ｊ－ｔ）固定效应项和常数项回归结果。

将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即经济体ｉ与ｊ均为ＯＥＣＤ成员）标记为“Ｎ－Ｎ”经济体组对，如果经济
体组对中至少有一个经济体是非ＯＥＣＤ成员（即经济体ｉ与ｊ有一个不是ＯＥＣＤ成员或两个同时
不是ＯＥＣＤ成员），该组对标记为“Ｎ－Ｓ”经济体组对。表３给出了“Ｎ－Ｎ”经济体组对与“Ｎ－Ｓ”经济
体组对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Ｎ－Ｎ”、“Ｎ－Ｓ”经济体组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影响的回归结
果。其中，第（１）、（２）列为同时纳入虚拟变量ＯＥＣＤ（即经济体组对为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时，变量

ＯＥＣＤ赋值为１，其它情形，赋值为０）与各“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的交叉项，因此，Ｒｒｅｇ＊
ＯＥＣＤ、Ｓｄｅ＊ＯＥＣＤ、Ｓｏｅｃ＊ＯＥＣＤ 对应着“Ｎ－Ｎ”经济体组对的“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的回
归结果；Ｒｒｅｇ＊ＮＯＥＣＤ、Ｓｄｅ＊ＮＯＥＣＤ、Ｓｏｅｃ＊ＮＯＥＣＤ 表示“Ｎ－Ｓ”经济体组对的“可持续发展”
条款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将数据样本按“Ｎ－Ｎ”经济体组对、“Ｎ－Ｓ”经济体组对分组，第（３）、（４）
列为“Ｎ－Ｎ”经济体组对的回归结果；第（５）、（６）列为“Ｎ－Ｓ”经济体组对的回归结果。
在纳入虚拟变量ＯＥＣＤ及其交叉项以及分组情形下，“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

在“Ｎ－Ｎ”经济体组对、“Ｎ－Ｓ”经济体组对中也存在较大差异。以第（１）、（２）列回归结果为例，在“Ｎ－
Ｎ”经济体组对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变量（Ｒｒｅｇ）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表明国际投
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变化对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没有明显影响。但在“Ｎ－Ｓ”经济体组对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变量（Ｒｒｅ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负，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
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
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会降低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
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
价值链参与程度；也会提高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
与程度。
总之，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经济体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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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对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则没有明显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保留监管
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对发达经
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没有明显影响。国际投资协定中“促进可持续发展”
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降低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异质性
分析表明“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只是提高了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但降低了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
程度；因此“促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这一结果是稳健
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
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价
值链参与程度；也会提高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
程度。因此，“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这一结果是稳
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当前全球化生产和国际外包的巨大变革中，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劳工、环境、社会的影响以及
政府、企业、工会和社会实施的治理对策中，负面的社会影响变得难以承受，一国对外贸易政策中
还要考虑是否放弃或不参与对社会或环境有害的全球价值链。特别是要防止生产的国际化带来
了劳工、环境（和其他）标准的“逐底竞赛”（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Ｍｏｓｌｅｙ，２０１７），因此国家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还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了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权利、标准、规则和机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较低，它们的谈判能力也较低，谈判能力较
强的国家可以在协定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经济发展
有何影响，特别是对一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与经合组织（ＯＥＣＤ）联合开发的国际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中５６

个经济体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的数据，构建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的国际投资协定绘制项目中对投资条款的分类，选出与可持续发展内容相关的１０项条款构建国
际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变量，实证检验“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对一经济体前向、后向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
低经济体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对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则没有明显影响；“促进可持续
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降低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保障社会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体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异质性分析表明“保留监管权”条款强度的提升会降低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

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对发达经济体组对之间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促
进可持续发展”条款强度的提升提高了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
降低了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保障社会
投资”条款强度的提升会提高 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也会提高

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以及非ＯＥＣＤ经济体组对之间的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在政府、跨国公司和劳工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跨国公司有时对工人权利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

影响。一些跨国公司采取高标准，招聘当地熟练工人，将其母国的“最佳做法”带到东道国，鉴于其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它们可能面临股东和消费者的压力，要求它们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
但成本和时间压力可能会导致企业侵犯工人权利，尤其是生产密集使用劳动力的全球价值链中。
企业担心让工人有权参加组织或罢工，会产生提高工资的要求；如果企业可以从劳工的剩余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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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租金，那么他们保护劳工核心权利的激励可能会更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
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期望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寻求更大发展机会的中小企业来说，满足行业
标准和行为准则是一个挑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在全球快速蔓延，受疫情影响，中国首季度经济增速呈现深度降

幅，消费、服务业出现萎缩，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或延期，一些企业陷入减产、停产的困境，产业链
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在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要充分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提出构建“双循环”战略，是为了充分利用我国完备的工业
体系，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创新潜能，保持产业链和
经济的稳定运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双循环”战略有利于我们掌握国际分工
主动权，保障我国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构建“双循环”的核心纽带，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参与全

球价值链不只是模仿领先者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而是找到融入当代全球价值链的方法（Ｆｌｅｎｔａｎｄ
Ｐｏｎｔｅ，２０１７）。因此要把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构建多维度合作
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选择、制定更精确、有效和动态的政策，利用支持性的产业政策来引导
投资朝着专业化和有利于提高国内增加值的方向发展，有选择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不仅要巩
固制造中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还要逐步成为创新与创造中心，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注重与发达国家价值链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共建互融，避免自身的全产业链优势减弱，加强自
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国内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产业链
两端升级，为“双循环”赋予新动能。
中国企业要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外商

投资环境，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利用沿线国家资源和市场，促进上中下游产业链协调发展。
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标杆。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质量安
全、健康发展上建设企业责任文化，注重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社会的贡献，在地区、国家／双边甚
至地方层面上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传统与新兴业务协同发展和协同合作推进机制，与供应商、消费
者建立起良好的信任机制关系，完善自身制度和管理体系；开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思路或新
领域、提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管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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